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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差距、劳动力迁移与城镇化

———基于县域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孙久文 周玉龙
*

摘要: 以中小城市尤其是县城为目的地的城镇化路径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

中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本文建立了劳动力迁移的数理模型，使用有效消除内生

性的系统 GMM 方法对 2005－2011 年中国县域面板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表

明: 城乡差距中，收入差距扩大阻碍了劳动力迁移，不利于城镇化; 而金融支持对城

镇发展的偏向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推动以就业为基础的城

镇化进程，但是投资偏向对城镇化的推动并不明显。文章进一步使用非农就业人

口数量为因变量的模型对以上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发现研究结论较为可信。
关键词: 城镇化; 县域城市城乡差距; 劳动力迁移; GMM 估计

一、引言

中国城镇化在过去三十余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其遵循的城镇化道路我们总结为以下

三条:

第一条路径是大城市吸引外来人口。这些外来人口不仅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群

体，更主要的是季节性务工与务农结合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即所谓“农民工”。但除了身在城

市，他们并不能享受与本地户口身份相关的各种福利，绝大多数外来人口无法实现真正的城

镇化; 另一方面，随着大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的大规模出现表

明其容纳外来人口的能力也在逐渐下降，加剧的区域经济差距也不允许过度扩大个别城市

规模。
第二条路径是农村就地或就市镇政府所在地进行社区化建设或小城镇化。自 2006 年

开始，山东、天津、江苏等 24 个省市被国土资源部列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对依赖

土地财政、囤地受限的地方政府而言，新政提供了新的圈地动力，被当作突破供地瓶颈的良

方。各地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积极性，自上而下迅速推进农村土地重整。“新圈地运动”在

2010 年前后以山东诸城等地为代表的“赶农民上楼”的“拆村并居”运动中达到高潮，但也凸

显了巨大的弊端。大量农村原有住宅和耕地一夜间被推平，接着建造质量低劣、配套设施不

全的高层居民楼在市镇附近平地而起，农民被迫放弃赖以谋生的土地，没有后续生存保障的

同时“被赶上楼”或“被城镇化”。这种盲目城镇化方式目前已被明令禁止。可见，尽管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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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在改革开放的前 20 年中国自下而上的城镇化过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但是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一方面，这种以乡镇企业为依托，“一刀切式”的城镇化方式常常

只是政府的一厢情愿，农民没有动力在家门口实现城镇化。另一方面，“村村点火，户户冒

烟”的小城镇化模式无法充分发挥城市集聚经济的作用，造成严重的效率损失。
第三条路径即农民实现非农就业，迁往县城。县级城市是城乡联结、交汇的重要节点，

使得其成为在经济发展中承上启下的关键。这种道路可以看作前两种道路的折中，既不会
造成大中城市的过度拥挤和“伪城镇化”，又能较为容易地实现人口非农化，真实改善农业人
口非农化后的福利水平。一方面，县域城镇化空间巨大: 2012 年，除市辖区外，中国有 1 938
个县级单位( 368 个县级市、1 453 个县和 117 个自治县) 。2011 年，全国县域( 县和县级市)

内人口总数达 9． 64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71． 11% ; 除四个直辖市和广东省外，其余 26 个省
份的县域 人 口 比 例 均 超 过 50%。但 县 域 非 农 人 口 比 例 分 别 为 21． 90%，远 远 低 于 全
国 34． 71%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县域城镇化符合经济规律: 县城的“生态位”处于大城市
和农村之间，县域城镇化要求农民跨越的空间、经济和社会距离较短，农民的可接受性高。

因此，我们认为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背景下，以县城为目的地的城镇化模式愈发重
要，但是学界中现有的城镇化经验研究多集中于地级市、甚至省域或全国的层面( 吴玉鸣，
2007) ，未能将乡村向城镇转化的微观机制加以考虑，因此无法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国的城镇
化进程。此前县域经济之所以很少被提及是因为过去的县域经济更多表现为农业经济，缺
乏作为个体研究样本的意义，但随着县域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县域经济已经呈现出不同的
形态，作为经济发展研究对象的意义愈发重要。县域城镇化作为中国最基本经济单元经济、
文化和社会变迁的体现，亟需更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为以县域为样本的城镇化研究添砖加
瓦。

本文研究安排如下: 首先对已有相关研究进行了评述，接着建立以劳动力迁移为机制的
城镇化基本模型，第四部分介绍了县域数据、变量以及计量方法，第五部分为经验研究的结
果及分析，最后总结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已有研究评述

城镇化一直以来是多个学科的研究热点，但以县域城镇化为样本的研究，却是近十年区

域经济理论研究才有所开拓的一个新领域，国内外并没有专门针对县域城镇化的经典文献，

但是作为经济自发集聚和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徙的表现形式，其研究基础已经十分坚实。
国外研究方面，马克思论述了农民失去土地生产资料，成为城市工业雇佣劳动者的资本

主义进程; 哈里斯－托达罗模型认为人口迁徙的倾向与期望收入正相关，解释了城市存在严

重失业时的劳动力扩张; 以哈里斯－托达罗模型为基础，Kelly 和 Williamson( 1984) 构建了一

个可计算一般均衡( CGE) 模型，开创了以哈里斯－托达罗的移民机制为基础的第三世界国家

城镇化进程模型，BMW① 模型( Becker，et al． ，1986 ) 以此进一步对印度的城镇化进行了

CGE 建模。而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本质上与推－拉理论一致，从迁出地的推力

( 供给过剩) 和迁入地的拉力( 需求不足) 两方面能够更加全面地解释城乡人口迁移。近些

年的经验研究中，Hu 等( 2011) 发现相较于周期性迁移，停留在省内、高教育水平和丰富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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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都使移民倾向于永久性迁移，从而实现实际的城镇化。Brueckner( 1990) 指出，第三世界的

城乡迁徙是城市增长的主要动力，Zhang 和 Song( 2003) 使用中国 1978－1999 省级数据发现

中国城市人口增长主要来自乡－城移民，经济增长是移民的格兰杰原因，而非相反; 同时，城

乡差距越大，移民越多。Davis 和 Henderson( 2003) 认为城镇化是经济结构性变化的反映，政

府的政策和制度通过影响经济结构来影响城镇化，其影响远远大于其他因素。农业技术进

步释放劳动力进入到非农产业，城市偏向的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进而影响城镇化。但其对城

镇化本身没有直接的作用。
国内以县域为城镇化对象的文章从近十年前发轫①，国内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县域城

镇化的意义，皆认为县域城镇化对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但多采用了规范表述; 另外县域城镇

化的现状和问题( 姜长云，2003 ) 、城镇化与县域经济的相关性( 张海姣、张正河，2013 ) 等问

题的研究方法多为线性回归分析或者格兰杰因果分析，样本只涵盖了个别省市。李苗

( 2011) 使用全国分区域、分类型县域统计总体数据和 34 个县个体统计数据系统性地研究了

县域城镇化的历史、现状和与工农业关系，但是不足之处在于，其研究一定程度上将县域城

镇化视作了小城镇化。另外，刘彦随和杨忍( 2012 ) 运用样带、地统计、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

究方法，分析了 199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形成机理，表明中国县域城镇化

水平时空动态的差异特征显著，但区域差异逐渐缩小，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离
中心城市距离和人口密度等影响了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发展进程。杨志海等( 2013) 使用全国

县域样本研究了县域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总体而言，尽管以县城为目的地的城镇化愈发重要，但由以上分析可见，县域经济样本

的研究数量和质量远远不如省市级别的研究，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从理论角度看，以往的研究尽管有经验分析，但是往往只是直接引入简化方程进

行回归，甚至仅仅进行相关性检验，因此缺乏相对严谨的机制分析和理论模型支撑。
其次，从方法角度看，已有县域经济研究多是定性或规范分析，严谨的定量实证研究较

少，本文可以作为此研究领域的一个补充。
第三，从研究样本角度看，尽管县域经济问题领域已有很多学者涉足，城镇化方面的经

验研究更是汗牛充栋。但是前者较少联系到城镇化，后者的数据多是来自国家或省级层面，

最多使用了个别地级或县级城市样本。而我们认为城镇化作为由乡村经济组织向城市经济

组织转化的结果，采用包含了城市和乡村二元结构的最基层县域经济样本的研究最能准确

刻画中国的城镇化进程。

三、基本模型

关于城镇化的数理模型框架主要包括各有优劣的两类，一类是 CGE 框架; 另一类是从

个体效用出发的，基于一般均衡的新古典框架。CGE 模型的优点是可以较为全面地描述城

镇化过程，但是方程数量众多，计算复杂，同时在参数校准等方面并不十分成熟; 而且往往对

数据要求高，只能进行计算机模拟，难以进行实证检验; 同时 Mills 和 Becker( 1986) 认为其将

城市面积视作常数的假设，忽视了空间要素，因此他们以 Alonso( 1964 ) 、Mills( 1967 ) 、M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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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 、Wheaton( 1974) 等存在城乡移民的标准城市模型为基础，首次建立了针对发展中国

家且便于实证检验的理论模型。Davis 和 Henderson ( 2003 ) 进一步对模型进行了完善和简

化，并使用 100 多个国家 1960－1995 年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我们认为城镇化的最主要

维度即劳动力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以此为基础，本文建立劳动力城乡迁移模型。
假设个人 i 面临一个准间接的效用函数，将其表示为:

U( wit( Lit，pit( sit，yt ) ，A( yt ) ) －Tit，c( Lit，A( yt ) ) ，Git，Dit ) ( 1)

( 1) 式中: 个人的效用主要由工资 w、税收 T、生活成本 c、基础设施 G 以及制度要素 D 决定。
其中工资受当地经济规模( 例如劳动力数量 L) 、运输距离 s 和经济发展水平 y 决定的出口品

价格 p 以及 A( 经济水平决定的技术水平) 影响，生活成本取决于劳动力数量和技术水平。
劳动力流动达到均衡水平时，县城和非县城人口的效用相等，用 u 表示县城，r 表示非县

城，即:

Uiu =Uir ( 2)

将( 1) 式代入，可解得:

Lu =g( L，y，r，Wu－Tu，Wr－Tr，Gu－Gr，Du－Dr ) ( 3)

( 3) 式中: Lu 为县城劳动力数量，取决于总劳动力数量、经济发展水平、运输成本、城乡收入

差距、基础设施差距和制度差别等因素。并用 gap 表示城乡差距因素，X 为一组控制变量。
假设函数形式为简单线性函数，可得回归方程为:

Lu =β0L+β1y+β2 r+β3gap+β4X+ηi+γt+εit ( 4)

以劳动力绝对量而非比率形式进入方程有以下优势: 首先，可以直观地观察城镇劳动力

增长与总劳动力数量和自变量的关系，其次城镇化率取值范围是( 0，100 ) ( 实际上最高为

85%左右) ，不使用城镇化率可以避免截断问题。但是其劣势在于不能直接观察城镇化率。
因此为了更直观地观察和解释劳动力城镇化的水平，进一步得到回归方程的另一种形式:

urban=β0y+β1 r+β2gap+β3X+ηi+γt+εit ( 5)

即城镇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包括交通条件和城乡差距等。另外，城镇化的发展与前一期

的城镇化水平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后续的实证研究中会在自变量加入城镇化水平的滞后

项。
以上即为本文进行经验研究的基础模型。

四、变量、数据以及计量方法

由于进行了全国性的经济普查，2004 年数据与其他年份不具有连续性，同时考虑到县域

行政区划分长期的不稳定性以及数据可得性等原因，本文样本选取的时间范围是 2005 －
2011 年。另外，由于市辖区一般被认为属于城市范畴，乡村规模相对较小，因此排除之。最

后初步的总体样本为 2005－2011 年全国的县和县级市。
数据来源为 2006－2012 年各年的《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

县市人口统计资料》和《中国县市经济社会统计年鉴》。
为了消除价格因素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本文采用以 2005 年为基期的各省国内生产

总值( GDP) 平减指数，对其所辖县的人均 GDP 变量、收入差距等涉及到绝对价格的变量进

行价格调整，以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得到各变量的实际值。接着剔除缺失两年或两年以上

数据的样本，其他非系统性缺失值使用移动平均法补足。另外，由于统计失误等导致的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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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会造成计算结果有偏，本文借鉴陈芳等( 2011) 的做法，采用物理判别法对异常数据进行

处理。
如上处理删去了西藏、海南和陕西的全部样本，同时删去京津沪三地样本，之后得到 7

年、约 1 700 个县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总计 11 802 个样本。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量统计表

年份
板块

东部地区 东北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合计

2005 年 455 144 490 617 1 706
2006 年 416 144 394 616 1 570
2007 年 455 144 490 617 1 706
2008 年 455 144 490 617 1 706
2009 年 454 142 490 617 1 703
2010 年 455 144 490 616 1 705
2011 年 455 144 490 617 1 706

合计 3 145 1 006 3 334 4 317 11 802

回归中纳入指标的解释和变量数据情况如下:

因变量为城镇化水平，回归分别采用了非农就业人口比率和非农就业人口绝对数量。
中国的统计资料未系统公布县域城镇常住人口的数据，同时尽管公布了户籍非农人口数量，

但是一方面户籍人口无法体现真实的城镇化率，尤其在县城这种可以“离乡不离土”小城市

中，存在大量非城市户籍人口; 另一方面，已公布的数据质量较差，存在大量缺失数据和异常

值，因此也无法获得城镇户籍人口与总人口之比( 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因此，本文采用非

农就业人口( 总就业人口减去农林牧渔业就业人口) 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来间接体现县域城

镇化水平。原因有三: 首先，就业人口是经济体的最重要活力源泉，城镇化的核心是就业，就

业的非农化是新型、可持续城镇化的基础; 其次，由于非农就业岗位绝大多数位于非农村地

区，农村地区的非农就业岗位往往是零星的个体生活性服务业，处于比较稳定的水平; 最后，

当下中国转型发展的背景下，大量非城镇人口实现了在城镇的非农就业，但是户籍仍然是农

业属性，因此非农就业比重与使用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变化几近一致，2005－2012
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与非农就业比重的相关系数达 0． 9973，而本文的研究重点即城镇化变化

趋势的影响因素。因此我们认为使用县域非农就业比重体现县域的真实城镇化率是合理

的。使用 urban 表示城镇化水平，单位为%。另外，方程( 3 ) 中对应的城镇劳动力绝对量用

urban_labor 表示，单位为人。
其次是本文重点研究的自变量。
城乡差距: 城乡差距是本文模型中研究的主要变量。其包含的内容丰富，但是主要可以

分为两种，即收入差距和非收入差距。本文研究的城乡差距主要体现在与居民切身利益联

系最紧密的两个方面，即收入差距和非收入差距。首先是收入差距，尽管官方并没有公布对

应的城乡收入差距数据，但是本文认为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差能够体现

收入差距的变动，同时进行价格指数消减，表示为 gap_income，单位为元。另外为非收入差

距，一方面为基础设施差距，基础设施的主要来源为固定资产投入，而中国的固定资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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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绝大多数集中在城镇地区①，因此固定资产投入体现了政府和市场对城镇发展的倾斜。
使用固定资产投入占 GDP 百分比来体现投资上的城乡差距，表示为 gap_invest，单位为%。
另一方面为金融支持差距，由于银行贷款天然偏向较大企业的特点( 孙永强，2012 ) ，农村地

区的融资主体很难获得来自银行的贷款支持，因此贷款规模越大，对城镇和农村的金融支持

差距越大，用贷款规模占 GDP 比重来体现这种差距，表示为 gap_financial，单位为%。
交通条件: 根据我们的模型以及新经济地理学强调的运输成本降低能够加速集聚过程

的观点，交通条件是影响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由于直接衡量交通条件的数据缺乏，但可

以认为人口越稀疏，则交通便利程度越低，不利于城镇化进程; 因此我们通过总人口与行政

区面积之比求得的人口密度代理交通条件。density 表示此变量，单位为人 /平方公里，预期

系数为正。
其余的变量包括以下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一般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其

所处的社会、制度、文化等的差异，进而对城镇化产生间接影响，使用价格指数消减后的人均

实际 GDP 表示，变量名为 gdp_aver，单位为元 /每人。
政府干预经济程度: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很大程度上受到政策性的影响，政府的财政干预

是一大重要因素。因此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表示当地经济受政府影响的程度，

变量为 fiscal，单位为%。
税负水平: 使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表示，税负越高，越不利于企业

发展，从而阻碍城镇化，表示为 tax，单位为%。
产业结构: 将其定义为农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比重的高低决定了经济体农

业的重要性。由于第一产业不同于非农产业，需要占用大量土地，因此农业重要性不同的地

区城镇化发展也可能存在差异。用 structure 表示，无量纲。
通信条件: 通信条件的改善有利于信息的交流，因此能够促进人口迁徙，从而推动城镇

化进程。用万人均电话数作为代理变量，表示为 communication，单位为部 /万人。
虚拟变量: 由于中国四大板块②之间存在巨大的地区差距，因此引入控制四大板块效应

的虚拟变量，同时控制年份虚拟变量。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等因素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本文模型所有与时间相关的

变量都可能是内生变量，使用简单的工具变量方法无法进行纠正，而 GMM 方法较为有效。
因此在进行方程估计时，除使用经典的 OLS 和随机效应回归模型外，本文利用系统广义矩估

计( System－GMM) 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最后，为了避免异方差影响，同时便于结果分析，回

归中变量都取自然对数进入方程; 必要时加入对时间和板块虚拟变量进行控制。

五、经验研究结果

( 一) 描述性统计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全国县域劳动力非农就业比率内部差距较大，最高超过 95%，而最

低不足 5%，可见各县域的城镇化水平差距悬殊。县域非农就业比率从 2005 年的 43．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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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根据 2011 年省级数据，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 97%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四大板块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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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到 2011 年的 50． 02%，速度略慢于全国的 8 个百分点。可以推算城镇化率在这六年也

增长了 7 个百分点左右，与全国城镇化率增长速度相当。
另外，城乡差距方面。首先看收入差距，以 2005 年人民币不变价计算，县域城乡居民的

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由 2005 年的 10 000 元左右提高到 2011 年的 11 473． 40 元，增幅约为

14% ; 投资占 GDP 比重大幅提高，由 45%提高至 71%，可以认为对城镇建设的倾向进一步增

强; 而贷款占 GDP 比重稳定在 48%，全部七年的平均水平也为 46%，可见对城镇的金融支持

绝对水平保持相对稳定。
全国县域的人口密度由 2005 年的每平方公里 303 人提高至 2011 年的 319 人，可以认为

人口密度的提高使得交通便利性有所改善。
控制变量中政府财政收支占 GDP 比重皆有所提高，说明税负水平和政府干预经济的力

度都在增强;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逐渐降低了约 10 个百分点，表明非农产业在县域

经济中的重要性提高; 而万人保有电话数量大幅降低，可能与移动电话、互联网的普及以及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加有关。

表 2 样本描述性统计表
全体样本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2005 年

urban 1 706 43． 02 15． 41 4． 19 98． 00
urban_labor 1 706 113 965． 20 104 286． 50 1 000． 00 695 400． 00
gap_income 1 703 10 028． 13 3 600． 78 310． 00 23 367． 00
gap_invest 1 650 0． 45 0． 30 0． 03 3． 58
gap_financial 1 703 0． 48 0． 27 0． 01 4． 01
density 1 706 303． 02 274． 78 0． 16 2 290． 88
gdp_aver 1 706 9 667． 06 8 560． 95 1 386． 33 110 610． 60
fiscal 1 706 0． 16 0． 13 0． 005 1． 15
tax 1 706 0． 04 0． 03 0． 003 0． 68
structure 1 706 0． 30 0． 13 0． 01 0． 85
communication 1 700 1 727． 75 1 098． 01 118． 19 12 231． 50

2011 年

urban 1 706 50． 02 16． 93 5． 10 95． 37
urban_labor 1 706 140 677． 10 127 721． 00 1 124． 00 852 545． 00
gap_income 537 11 473． 40 2 776． 07 2 911． 01 28 238． 26
gap_invest 1 705 0． 71 0． 46 0． 03 7． 47
gap_financial 1 702 0． 48 0． 30 0． 01 4． 70
density 1 706 318． 96 296． 52 0． 16 3 140． 91
gdp_aver 1 706 13 126． 83 13 004． 58 1 718． 42 160 580． 40
fiscal 1 706 0． 27 0． 29 0． 02 3． 51
tax 1 706 0． 06 0． 03 0． 01 0． 32
structure 1 706 0． 20 0． 11 0． 005 0． 80
communication 1 685 1 476． 31 1 520． 40 1． 84 35 555． 55

( 二) 回归分析

接下来首先基于方程( 5) 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中模型( 1) 和模型( 2) 分别为未加入 fiscal 等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后进行的经

典 OLS 回归，且二者结果大致相同，多数变量的回归系数高度显著。城乡差距方面，收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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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对城镇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投资和金融支持的城镇偏向却显著推进了城镇化进程。
同时交通便利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改善交通条件也可以显著推动城镇化进程。控制

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税收和通信条件对城镇化影响为正; 农业比重代表的产业结构提高

不利于城镇化。
在控制了固定效应之后进行固定效应回归的模型( 3) 中，收入的城乡差距对城镇化的影

响消失，通信条件的系数变为负值; 其他的变量结果与 OLS 回归基本一致。说明固定效应回

归未能明显改善回归结果。
为了避免经济发展水平变量和经济结构变量的共线性，GMM 估计未加入经济发展水平

变量。模型( 4) 和( 5) 展示了消除内生性的系统 GMM 回归结果，其中模型( 4) 将表示城乡差

距的变量作为外生变量，模型( 5) 将其看做内生变量，城镇化水平的滞后项皆为前定变量。
进行系统 GMM 估计的有效性前提是一阶差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同时通过 Sargan 检验或

Hansen 检验，以保证不存在过度识别约束。模型( 4 ) 和( 5 ) 的估计皆通过了二阶自相关检

验; 另外，过度识别约束检验 p 值最好超过 0． 25，模型( 4) 未通过过度识别约束检验，而模型

( 5) 的 Hansen test p 值达到 0． 73，通过了检验，说明 GMM 估计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因此

重点看模型( 5) 的结果。
代理城乡差距的三个变量中，收入差距系数显著为负，但是绝对值小于 OLS 回归的系

数。说明收入差距的内生性夸大了其对城镇化的阻碍作用，消除内生性后，城乡收入差距每

提高一个百分点，导致城镇化水平降低 2． 5 个百分点。在二元经济中，城乡收入差距的期望

值大于零意味着居民会寻求从农村迁往城市就业，获得更高的工资。这看似与本文回归结

果中收入差距显著的负系数相矛盾，但是进一步考察中国的特殊国情可以解释本文的初步

结论。一方面，对无法取得户籍身份的城镇常住劳动力来说，经典理论的前提是劳动力迁移

后获得实际收入更高的工作，而高收入的非农就业岗位对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等素质需求普

遍高于农业，收入差距越大，意味着农村劳动力接受充分教育的可能性越低，因此更加难以

获得满意的工作，而且城镇生活成本普遍较高而难以支付，从这个角度看，收入差距的扩大

反而抑制了劳动力就业的转移; 另外，对希望取得城镇户籍的迁移劳动力来说，城镇户籍身

份的取得包括户籍的买卖“农转非”、农民土地被征用后转为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孩子通过

高考进入大学和通过在城镇地区就业或与城镇居民结婚等( 陆铭、陈钊，2004 ) ，收入差距加

大意味着农村居民相对更加贫穷，导致转移劳动力没有足够的资金非法购买城镇户口、土地

被征用的大量居民并不能实现非农就业、越贫穷的家庭其子女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越低、更
难找到工作以及与城镇居民通婚，因此农村转移劳动力也更难通过这些渠道获得城镇居民

的身份。总之，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相对贫穷可能使得其不仅从户籍

角度，也从非户籍角度更难以在城镇居住，因此不利于城镇化推进。
另一方面，金融支持的城镇偏向对城镇化的影响显著为正，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贷

款占 GDP 百分比提高一个百分点，会促进城镇化水平提高约 0． 5 个百分点。金融支持的主

要对象是城镇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发展，金融支持力度的提高意味着城镇基础设

施改善和非农产业的发展，可以增强城镇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并能提供更多非农就业岗

位，吸引农村转移劳动力成为城镇居民，从而提高城镇化水平。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投资的系数尽管显著为正，但是模型( 5 ) 中其系数只有 10% 的显著

性水平，因此此时并不能令人信服地得出投资的城镇偏向有利于非农就业的城镇化进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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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另外，尽管系数有所降低，但使用消除内生性的系统 GMM 方法中，代表交通便利程度的

人口密度变量仍然显著为正。人口密度提高一个百分点，推动城镇化水平提高 0． 75 个百分

点，支持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结论。这意味着劳动力和货物等要素流动性提高有利于城镇化

进程。

表 3 以城镇化水平为因变量的全体样本回归结果表
( 1) ( 2) ( 3) ( 4) ( 5)

OLS OLS ＲE GMM GMM
城乡差距

gap_income －1． 135＊＊ －4． 238＊＊＊ －0． 197 －1． 767* －2． 546＊＊

( －2． 41) ( －8． 80) ( －0． 64) ( －1． 84) ( －2． 30)

gap_invest 0． 909＊＊＊ 0． 536＊＊ 0． 612＊＊＊ 0． 431 0． 375*

( 4． 01) ( 2． 50) ( 3． 91) ( 0． 84) ( 3． 29)

gap_ financial 3． 539＊＊＊ 0． 921＊＊＊ 0． 421＊＊ 1． 091 0． 529＊＊

( 15． 73) ( 4． 00) ( 2． 36) ( －1． 01) ( 3． 36)

交通条件

density 3． 156＊＊＊ 3． 000＊＊＊ 5． 002＊＊＊ 1． 942＊＊＊ 0． 747＊＊＊

( 23． 26) ( 19． 47) ( 6． 78) ( 3． 92) ( 3． 75)

控制变量

gdp_aver 11． 09＊＊＊ 3． 473＊＊＊ 5． 978＊＊＊

( 55． 29) ( 8． 17) ( 12． 72)

fiscal 0． 801＊＊ 3． 399＊＊＊ 0． 00191 0． 682＊＊

( 2． 16) ( 14． 92) ( 0． 00) ( －0． 69)

tax 0． 993＊＊＊ 1． 174＊＊＊ 3． 190 －0． 272
( 3． 69) ( 4． 64) ( 0． 49) ( －5． 25)

structure －6． 070＊＊＊ －2． 310＊＊＊ 0． 180 －0． 947
( －20． 11) ( －5． 67) ( 0． 05) ( －1． 16)

communication 6． 410＊＊＊ －1． 018＊＊＊ 8． 819＊＊＊ 5． 109＊＊＊

( 21． 63) ( －5． 76) ( 2． 81) ( 5． 10)

L． urban 0． 572＊＊＊ 0． 756＊＊＊

( 9． 94) ( 16． 52)

_cons －55． 66＊＊＊ －4． 238＊＊＊ 0． 458 －1． 767* －2． 546＊＊

( －11． 65) ( －8． 80) ( 1． 44) ( －1． 84) ( －2． 30)

自相关检验

一阶 0． 000 0． 000
二阶 0． 134 0． 225
Hansen p value 0． 061 0． 728
IV 数量 134 59
adj． Ｒ2 0． 445 0． 488 0． 437
N 10 023 9 966 9 966 8 224 8 224

注: ＊＊＊、＊＊、* 分别表示通过 1%、5%、10% 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下文括号内的值为稳健性 t 统计量
的值; 因变量指标皆为城镇化水平，自变量皆以对数形式进入回归; 囿于篇幅，省略时间和板块虚拟变量系
数的报告; GMM 方法为系统 GMM，工具变量滞后期数皆取默认值。回归控制年份和板块虚拟变量。

( 三) 稳健性检验

接着我们使用方程( 4) 进行回归，从非农劳动力绝对量增长因素的角度检验以上回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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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性，结果如表 4。

表 4 以非农就业人口为因变量的全体样本回归结果表
( 1) ( 2) ( 3) ( 4) ( 5)

OLS ＲE GMM GMM 一步 GMM 两步
labor 1． 042＊＊＊ 1． 217＊＊＊ 0． 419＊＊＊ 0． 733＊＊＊ 0． 800＊＊＊

( 144． 15) ( 102． 58) ( 2． 80) ( 9． 72) ( 7． 68)

城乡差距
gap_income －0． 159＊＊＊ －0． 013 －0． 129＊＊＊ －0． 058* －0． 017

( －11． 40) ( 1． 91) ( －2． 89) ( －1． 68) ( －0． 46)
gap_invest 0． 016＊＊ 0． 012＊＊＊ －0． 052＊＊＊ －0． 033＊＊ －0． 036＊＊＊

( 2． 54) ( 2． 92) ( －4． 55) ( －2． 56) ( －4． 08)
gap_financial 0． 024＊＊＊ 0． 012＊＊＊ 0． 062＊＊＊ 0． 034＊＊ 0． 051＊＊＊

( 3． 50) ( －1． 09) ( 3． 45) ( 1． 97) ( 3． 54)

交通条件
density 0． 062＊＊＊ 0． 037＊＊＊ 0． 005＊＊ 0． 016 0． 031＊＊＊

( 13． 41) ( 3． 45) ( 2． 21) ( 0． 79) ( 5． 23)

控制变量
gdp_aver 0． 071＊＊＊ 0． 099＊＊＊ 0． 026 0． 036

( 4． 89) ( 8． 02) ( 0． 54) ( 1． 04)
fiscal 0． 036＊＊ 0． 086＊＊＊ －0． 033 －0． 026

( 2． 10) ( 14． 59) ( －0． 75) ( －0． 91)
tax 0． 028＊＊＊ 0． 033＊＊ 0． 054＊＊＊ 0． 048＊＊＊

( 3． 56) ( 2． 37) ( 3． 36) ( 3． 25)
structure －0． 149＊＊＊ －0． 048＊＊＊

( －18． 25) ( －4． 46)
communication 0． 175＊＊＊ 0． 006 0． 106＊＊＊ 0． 103＊＊＊

( 21． 71) ( 1． 41) ( 6． 08) ( 5． 39)
L． urban_labor 0． 616＊＊＊ 0． 385＊＊＊ 0． 357＊＊＊

( 6． 08) ( 8． 17) ( 5． 36)
_cons －2． 156＊＊＊ －8． 673＊＊＊ 0． 595 －2． 132＊＊ －2． 973＊＊＊

( －11． 02) ( －35． 89) ( 0． 95) ( －2． 39) ( －3． 24)

自相关检验

一阶 0． 000 0． 001
二阶 0． 171 0． 262
Hansen p value 0． 349 0． 000 0． 720
IV 数量 108 137 137
N 9 966 9 966 8 277 8 224 8 224
adj． Ｒ2 0． 934 0． 573

表 4 中模型( 1) 和( 2) 分别使用经典 OLS 和面板随机效应回归，模型( 3 ) 为系统 GMM
回归，但是未加入除年份和板块虚拟变量的控制变量，模型( 4 ) 和( 5 ) 分别展示了加入控制

变量的一步和两步 GMM 回归结果，两种结果没有明显差别。其中城乡差距、经济发展水平

和非农劳动力滞后项为前定变量。模型( 3 ) 和( 5 ) 皆通过了 GMM 有效性的检验，但是后者

Hansen 检验 p 值更高，说明更为有效。
首先看劳动力的系数，所有回归中皆显著为正。但是未控制内生效应的模型( 1) 和( 2)

中劳动力总体数量增长对非农劳动力数量增长贡献弹性大于 1，与直觉并不契合。而系统

GMM 回归表明总体劳动力数量增长 1 个百分点，非农就业增长不足 1 个百分点，说明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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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数量的存量劳动力由农业转向非农就业，支持了 Brueckner ( 1990 ) 以及 Zhang 和 Song
( 2003) 等的观点。

城乡差距方面，收入差距仍然不利于城镇化，金融支持仍然对非农就业增长有利，说明

收入差距对城镇化影响的负面效应以及金融支持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较为可信。
但是投资对非农就业增长的效应却在控制内生性后成为负值。我们认为，如果投资进

入的是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业，那么投资对非农就业的增长就不会明显，甚至会出现机器挤

出劳动力的情况。近些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影响，各地纷纷推进的产

业升级战略可能解释投资系数为负的结果。事实上，控制了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产值比

重①后投资的负面效应有所减弱，但仍然是显著为负，因此可以推断这种负面效应可能是第

二产业内部结构变动的结果。但是现有数据无法刻画经济转型的这个过程，因此需要未来

进一步研究。
最后，交通和通信条件变量显著为正且较为稳健，说明交通便利性提高有利于城镇化的

结论是稳健的。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发现，中国县域的城乡差距通过劳动力迁移而引起的城镇化结果不能一概而论。
城乡收入差距阻碍了农村劳动力通过实现非农就业向城镇迁徙的进程; 而金融支持的城镇

偏向能够推动城镇化发展; 城镇的固定资产投资可能会阻碍劳动力实现非农就业，进而不利

于城镇化。但是由于数据缺失等原因，投资对城镇化的这种反常的效应并没有得到很好地

解释，因此，正在如火如荼推进的产业转型对城镇化的影响也是后续研究的方向。另外，以

人口密度衡量的交通便利性以及通信条件的改善有效地提高了城镇化水平，也可以进一步

推断，要素和信息的流动性提高有利于城镇化发展。
以上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启示:

首先，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少城乡永久迁徙的障碍。本文的分析已经表明农村居

民收入的相对降低会通过各种渠道阻碍市民化的进程，但是我国的农民收入远远低于城镇

居民收入。尽管取消农业税等政策措施已经大大缓解了这种政策歧视，但是由于农业“靠天

吃饭”的特性、农产品的低需求价格弹性和农民的低议价能力等原因，农民收入提高缓慢，从

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此，应该继续大力支持“三农”发展。
其次，通过促进非农产业，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为转移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

业机会。我们的研究发现，投资未能有效推进县域城镇化，其中重要原因可能是忽视了发展

可以提供大量非农就业岗位的企业，因此应该从产业发展着手，优先发展第二产业中劳动密

集型的企业和服务业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保障实现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基础，为城镇

化推进做好铺垫。
再次，通过提高城镇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提高城镇地区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和

接纳能力。纠正本文指出的投资无法有效推动城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改善基础设施建

设。其原因是，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逐渐改善和劳动力观念的转变，便利的基础设施已经逐

渐成为除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外，城镇地区对农村居民的吸引力的主要来源，而且城镇地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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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口大量聚集，有着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所要求的最低人口数量等先天优势。另外，大量

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市民化意味着对基础设施需求的大幅度提高，城镇地区需要对当前的这

种超前需求做好准备。
最后，通过改善县域整体的交通和通信条件，打破城乡藩篱，提高经济要素的流动性。

提高区域的交通和通信能力对推动城镇化有直接和间接两方面作用，前者是指可以降低劳

动力转移和信息交流的成本，从而促进移民; 后者指长期可以缩小城乡差距，从而实现更广

范围的城镇化。加强偏远的人口居住地区的道路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使有条件的地

区实现集中连片居住都是提高要素流动性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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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national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of the migrant population in 2013，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roblem of consumption of the migrants，and we find that the average
propensity to consume in this group is lower than the average nation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rate，
while the former’s Engel coefficient is 9% higher than the urban dwells，and the migrant family
income on consumption is inelastic． Taking up an occupation could reduce the short － term
uncertainty，while social insurances could decrease the long－term uncertainty． The Treatment－
effect Model shows that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consumption will be observed if the migrant lost
his /her job，while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social health insurance an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have positive impacts on consumption． The migrants’consumption does not present
“myopic”feature anymore． So the focus to promote migrants’consumption is to enhance their
employability and social insurance，so as to increase their incom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accelerating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training the migrants to get more job skills，as well
as expanding the coverage of social insurance in those population－inflow cities，are the effective
measures to boost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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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roach of urbanization towards small and medium cities，especially towards
counties，is playing an increasing important role in the new － type urbanization of China． A
mathematical model on labor migration is constructed here，and we analyze the Chinese county
panel data from 2005－2011 by using system GMM estimation． Our research suggests the income
dispar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inders the labor migration，which in turn does harm to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Financial support promotes urbanization because of its bias towards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e employment to non－
agricultural industry． However，the bias of investment doesn’t affect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bviously． This paper further runs the robust test with the quantity of non － agricultural
employment，which shows the conclusion above is cred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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